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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材料

看汉字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罗江文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滇池学院）

　　提要　本文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材料为基础，对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刻齿骨片、陶器符号，以及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符号进行了分析，为汉字起源研究提供了佐证。

　　关键词　仰韶刻齿　陶符　记事木刻

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原始社会时代遗址发现了不少刻画或描绘在器

物上的符号，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更多资料。由于这些材料比较零散，又缺乏用

来记录语言的直接证据，对其性质尚无一致意见。这里，我们想结合云南少数民族文

字材料，为汉字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　对仰韶文化遗址刻齿骨片的认识

２０世纪初，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西宁县周家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

批骨片，上面有人工刻齿。１９７６年青海省乐都县柳湾村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又出土

了一批骨片，上面也有人工刻齿。１ 周家寨出土的骨片大多是两面刻的，柳湾出土的

刻齿骨片有４０枚，其中有单面刻的，也有双面刻的。这些骨片缺口整齐，不是自然破

损，明显是人工所刻，而且见于不同遗址的多片骨片上，在骨片上刻齿应当是有目的

的，将它们看作是上古契刻记事的遗留应当没有问题。但要进一步讨论骨片上的刻

齿所代表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骨片有什么功用、与早期汉字的产生有什么关系等问

题，仅仅靠这批考古材料还很难判断。而当我们把这些骨片与云南少数民族记事木

刻放在一起比较，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汪宁生先生已经注意到骨片与记事木刻的比较，只是较为简略。他说：“根据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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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独龙族的木刻情况相印证，乐都骨片凡是在两边刻缺口的，应是分别记录不同的

数字和事情。如一边是个位数，一边是十位数；或一边是大事，另一边是小事。至于

其确切内容，即在当时亦只有当事人知之。”２ 历史上，除佤族、独龙族外，景颇、傈僳、

拉祜、基诺、白、普米、哈尼等云南少数民族，都曾使用过刻木记事，可以让我们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进行细致比较。佤族木刻比较有代表性，我们选择三片与刻齿骨片做具

体比较：

甘肃西宁县周家寨发现的骨片：

青海乐都县柳湾发现的骨片：

木刻一：

这是一枚用于记载重要时日的木刻，马撒寨与瓦格拉有砍头的纠纷，１９５７年经

政府调解，双方愿意解仇和好，并商定在１２天后举行剽牛“洗手”的和解仪式。为不

误时日，马撒大头人在竹片上刻１２个刀口，一个刀口代表一天，过去一天砍去一个，

剩下最后一个，也就是解决和解的日子。

木刻二：

这是一块契约木刻，上方三个缺口，左缺口代表借债人，右边缺口代表债主，中间

缺口表示中间人；下方缺口表示借债数目，每个缺口所代表的单位可以是１元、１０元

或更多，由双方约定。木刻同时刻两个，双方各存一个为凭证。

木刻三：

这是用作通知或信函的木刻。如果两个寨子发生纠纷，要通知对方来和解，就用

这种木刻。木刻上方两个缺口表示纠纷的两个寨子，下方缺口代表时日，表示几天内

和解。木刻一端削一斜角，表示事情十分紧急，不得拖延时间。３

从上面比较，可以看出刻齿骨片与木刻形制极为相似，木刻缺口可以代表时间、

数目或当事人，骨片上缺口的含义也当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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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我们所收集到的云南少数民族记事木刻的情况来看，木刻的功用是多方

面的。①记日、记数，如独龙族两人相约见面，就在木板两边刻上对等的齿，各持一

半，过一天砍去一格，最后一格就是两人见面的日子；②作为信函、通知，如拉祜族有

事要通知亲朋，在竹片上刻上缺口，刻小口是有小事，大口是有大事；③债约凭证，如

哈尼族农民向地主交租，在一块竹片或木片上按交租数刻上缺口，每一个缺口代表多

少数目各地不一致，一般代表一秤（五十斤）谷子。然后从中间劈开，农民、地主各执

一半为凭证；④婚姻、会盟的信物，独龙族订婚后，男方给女方彩礼，如一次是一半猪、

两只鸡、十竹筒酒，就刻在木片上，中间劈开，各存一半，下次再送也如此。待彩礼到

一定数目，就可以举行婚礼。如果此期间女方逃跑或去世，就由女方姐妹顶替，否则

须按木刻如数退还彩礼。⑤记录重要事件，如景颇族习惯用木刻记录寨子的重要事

件，每当新谷初收，老人就取出记事木刻，向寨内人讲与别的村寨的仇怨，木刻小缺口

表示小的纠纷，大缺口表示大的冲突。４ 我们可以推想，刻齿骨片也可能有木刻的这

些功用。

这并非是简单的比附，在汉文典籍的记录中也可找到一些根据。例如，刘熙《释

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玉篇·大部》：“契，劵也。”《周礼·天官·质

人》：“掌稽市之书契。”东汉郑玄注云：“书契，取予市物之劵也。其劵之象，书两札，刻

其侧。”郑玄注《易经·系辞》又说：“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

《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

可待矣！’”……这些记录虽然零散，但至少可以说明上古时期汉民族曾经使用过契刻

这种记事方式。仰韶刻齿骨片应当就是华夏先民使用契刻记事的遗存，在竹木、骨片

之类的物体上刻缺口或刻画记号，用来记数或用作人们社会、经济交往中的信物，这

是人类早期共同的记事方式，通过少数民族记事木刻来推测华夏先民契刻记事的状

况是可行的。

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些刻木或刻骨缺口就看作文字，但它们与文字并不是一点关

系都没有。刻齿虽然没有形成什么符号或图形可以作为文字的前身，但应当看到这

些刻齿已经能够传达信息，记录一定的事件，有了一定的交际功能，具备了符号的基

本特征，与文字符号有相似处，已蕴含造字的基本原则，这对文字的起源应当有启发

和促进作用。

二　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所见及相类陶符的认识

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符，在目前所见史前文化刻符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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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类似符号之前的可见于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之后还见于甘肃马家窑

文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冈等商

代文化遗址，以及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等等。这些陶符的时代和出土遗址不同，但

形制相似，主要是几何线条和少数图形符号，或为简单横竖笔画，或交叉，或方折，似

乎前后相承。对仰韶文化陶符的性质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前辈学者有的认为已经是

文字，并且直接当作早期汉字加以解释，５ 有的认为还是非文字的标记。６ 裘锡圭先生

认为“这类记号，跟以象形符号为主要基础的古汉字显然不是一个系统的东西。但是

它们对汉字的形成仍然是有影响的。”７ 高明先生也认为自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开

始出现的陶器符号，到春秋战国之际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形体大同小异，“出现的时代

虽比汉字早，但看不出有什么发展，直到战国时期仍然停留在原始形状”，“明显看出，

陶符同汉字不是同一个体系”。８ 后续其他学者对仰韶文化陶符及相类陶符的认识基

本没有超出这几种看法。

近年来，黄德宽先生《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９ 一文有了新进展，他在比较

小屯殷墟陶文和甲骨文之后，提出“在甲骨文已成为成熟文字的商代晚期，陶文的使

用仍以单个形式出现为主，成行或两字以上极为少见，字的形体与甲骨文大抵相同，

内容以记数、标记位置和记名称（人名、氏名、国名）为主。这些启发我们，早于殷墟的

其他新发现的陶文资料，如具有以上相似特点，自然可以作为它们所处时代汉字的样

本，进而推测它们与所处时代通行文字的关系。”黄先生沿此路径考察了河北藁城台

西陶文、江西清江吴城陶文、江西新干陶文、郑州小双桥陶文、郑州商城陶文、偃师商

城陶文，从时间上一直追溯到历史纪年中的商汤时代，认为“已发现的商代前期各批

陶文对探讨当时文字系统的发展都具有标本价值，由这些标本我们可以推断商代前

期应该有一个广泛流行的文字系统”。黄先生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如果其

推论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沿此路径再上推到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所出

的陶文，也可将它们视为这个时代文字的标本。

按照裘锡圭和高明两位先生的观点，仰韶文化以来的陶符只是记号，与古汉字不

是一个系统。而依照黄德宽先生的推论，陶符可以作为商代不同时期文字的标本，与

当时文字自然是同一个系统。陶符过于零散，又没有用来记录语言的直接证据，我们

对前贤不同观点很难取舍。黄德宽先生对陶文特点的总结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拿

来与少数民族木刻符号比较，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有利于对问题的判断。

黄德宽先生总结陶文特点是单个形式出现为主，内容以记数、标记位置和记名称

为主，从我们所收集到的材料看，云南少数民族木刻符号也有相同的特点。木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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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线条和特定符号两种：

１．刻画线条记数，这是比较常见的。例如，景颇族外出远行习惯在刀柄上刻画横

道计算日期，每走一天刻一道；独龙族刻画线条为某种行为记数，有的老妇人每吃一

餐饭就在木板上刻一个刀痕；佤族艾给向艾草借鸦片烟６０两，来年利息是３０两，双

方刻木为凭，木刻一端刻６０道，另一端刻３０道，分别代表本钱和利钱；１０基诺族契约

木刻也如此，在一根木棍左上方刻线条表示本钱，右下方刻线条表示利钱。这种记数

线条，可以记时日，也可记录账目，同刻齿一样一道线条可以代表１元（或两），也可是

１０元或更多，由当事双方约定。线条的记事功能与刻齿差不多，主要起到帮助记忆

的作用。

２．以某种特定符号来记事。这类符号在长期使用中，逐渐具有约定俗成性，在特

定生活范围内为群体所共识。

首先是表数符号，普米族巫师记数时，划一竖道“｜”表示１，划两道“”表示２，依

次类推；哈尼族人买卖土地契约木刻以“·”代表１元，“｜”代表１０元，“"”代表５０元，

“＊”代表１００元。这种符号已经具有了数字的性质，在纳西族东巴文中，１就是１竖

线，２是两竖线，以至９是９竖线，也有"（十）、＋（百）、＊（千）等数字。１１古汉字的数目

字同样如此，一、二、三、亖（四）、"（五）、∧（六）、＋（七）、／＼（八）、｜（十）等数字，来源

于契刻符号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标记位置符号，普米族为了适应建筑以圆木搭墙的“木垒子”屋子的需要，

产生了一种方位刻画符号。普米族木垒子房呈正方形，要求正房的门必须向阳，建盖

木垒子时，要标明每个方向的木料，“О”表示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表示太阳向

西行进途中，位于南方；“∧”表示山峰，该山峰位于村子的西边，故代表西方；“"”表

示北方。这四个方位符号，除表示北方的是个抽象符号，其他三个为象形符号，但符

号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也已是间接、抽象的，符号的表意特征明显，含义固定，相当程度

上已具有文字的性质。据宋兆麟先生的调查，１２宁蒗泸沽湖地区的纳西人建造木楞

房时也有相似的方位符号，其中“乌普村”所用符号与普米族是相同的，说明这类方位

符号在滇西北有一定普遍性。在东巴文中，我们也可看到相同的构字意图，“东方也，

日出于东方”，“西方也，日没于西方”，“滇康高原江河自北而南，上游为北，下游为南，

故析水字上半为北字，下半为南字”。１３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材料而言，在木刻中，记数可以刻缺口、线条、圆点或其他符

号，需当事双方约定，标记位置或名称的符号有一定约定性，但还不稳定。但这些符

号记事表意功能和思维模式与古汉字和东巴文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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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木刻符号也见于其他民族地区，如在贵州省博物馆收藏一方柱形木棒，每

面９格，共３６格，有的格内以墨画有符号。也以线条表示数目，１２头牛就画１２条竖

线；表名称符号也不固定，３个“＊”代表３００两银，３个“┫”代表３００匹骡马，３个“"”

代表３００只鸡，２个“Ｈ”代表一只鸭和一点肉。这些符号的含义虽然不稳定，但起到

了帮助记忆的作用，记录了一个事件，体现的可能就是早期文字书写形式之一。１４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仰韶文化陶符性质判断的是考古未曾发现陶符组合起来记

录语言的直接证据，黄德宽先生对商代陶符的研究同样受此限制，也仍然停留在推论

之上。在云南少数民族木刻中，可以看到零散的刻符组合在一起是能记录语言的。

我们来看两片木刻：

木刻一：

这是福贡人民政府曾收到的来自贡山的一件木刻，木刻两端整齐，左端刻“×”，

表示相会；右端刻“〇”代表一个凳子；上边刻３缺口，代表三个人；下边刻２缺口，代

表两件东西。全木刻的意思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相会，带来两件东西也已收到，

派我两个弟弟及一个随从共三人去你处，送你一个凳子（送凳子是少数民族对人表示

尊重的一种方法）。这片木刻符号与刻齿并用，基本能把一事件记录清楚。

木刻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慰问团到云南，在福贡收到一件傈僳族传信木刻，木刻长

６．６厘米，左端削尖，右端整齐。上刻四个符号，左边“”，表示来了三个人；中间“〇”

表示月亮，“×”表示相会；右边“”依次刻了长短不同的三道痕，代表三份礼物。整

个木刻的意思是，中央慰问团来了三个代表，在月亮圆的时候，已经和我们相会，送上

三包礼物，分别呈给大中小三位领导。１５这片传信木刻全由符号组成，记录了事情发

生的时间、人物、事件、结果，可以说是一篇简要的记叙文，记事功能超过第一片。

两片木刻，符号虽然简单，但组合在一起记录了一个事件，应当说已经具备了记

录语言的功能。

那么，能否将木刻符号看作文字呢？我们将其与“早期文字”做一比较１６。首先，

从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看，早期文字具有不能完整地记录语言中的词的

共同特征。据和志武先生统计，东巴经文《人类迁徙记》中有一段１３字的经文，代表

２７句话、１８３个音节，每字平均代表两句话、１４个音节。１７尔苏沙巴文情况也相近，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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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鹿先生统计，其记词率约为２２％。１８上面两片木刻也具有这一共同特征，需要讲

述者补充其他词句意思才完整。其次，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看，早期文字主要采用

记意写词的办法记录语言，一般采用象形、指事和会意三种造字法，有的只含有其中

一、两种。这一特征在东巴文和沙巴文中是明显的，木刻符号同样具备。上面我们分

析的木刻符号、表数符号都是指事符号，与汉字和东巴文情况一致。普米族方位符号

有三个是象形符号，表意方式与东巴文情况一致，傈僳族传信木刻以“〇”表示月亮，

也是象形。上面两片木刻中，“×”都表示相会，独龙族传信木刻也如此，其表意手法

可以理解为会意。再次，从文字符号体态看，来源于图画的早期文字，符号化和简化

的水平较低，往往有浓厚的图画特征，而直接来源于符号的，符号性就比较强。木刻

记数符号都是纯抽象符号，自然具有符号性；几个象形方位符号，虽说是对自然的描

摹，也有图画的特征，但构形已经十分简洁，线条化、符号化特征明显。从以上三个角

度审视木刻符号，木刻符号已经具备早期文字的基本特征，将它们视为文字的渊源

物，乃至看作早期文字大概也是说得过去的。

当然，我们的分析也遇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刻木符号是早期文字，那后来这些

民族为什么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系统？现在确实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哈尼、基

诺、拉祜、佤、独龙等民族的神话故事，都说他们曾经有过文字，或者被洪水冲走了，或

者被动物、人吃了。１９神话并非捕风捉影，往往反映出人类早期文化的变化历程，也难

说这些民族过去就有文字。

我们认为，云南少数民族记事木刻符号反映出来的正是人类文字的早期面貌，在

未形成文字系统之前，文字符号是零散的（单个形式出现居多），含义也往往还不稳

定，记录语言也是不完整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及相类陶符与木刻符号具有相同的

特征，性质相似，陶符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应该也可看作是原始汉字的早期形态，陶符

也是汉字系统形成的基础之一。我们的研究部分可以支持黄德宽先生的观点，但黄

先生推断“商代前期应该有一个广泛流行的文字系统”，这些零散的陶符能否形成一

个文字系统还值得商榷。

三　对大汶口文化符号认识的启示

目前所见史前刻符中，象实物之形的符号出现也比较早，在贾湖遗址就可见近似

“目”、“日”之类的象形符号，在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碗、陶钵

等器物上也可见一些描写鱼、猪、鹿、鸟等动物以及植物类形象的刻画。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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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莒县陵阳河遗址所发现的四个象形性很强的陶器符号，但对

其性质，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是文字，也把它们当作古汉字来一一释

读；２０有的又认为还不是文字，仅仅是“属于图画记事性质”的东西。２１裘锡圭先生认为

“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已经用作原始文字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当然，这只有在

发现了用这种符号记录（可以是很不完整地记录）成组成句的词的实例之后才能证

实。至于它们究竟是不是原始汉字，目前就更无从断定了。”２２“这类符号究竟是不是

文字，它们跟古汉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汉字起源的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２３

目前为止，考古仍然没有发现这种符号记录语言的直接证据，对大汶口文化四个陶器

符号性质的认定仍然陷于僵局。

第三个符号为钺之象形，第四个为斧之象形，与后来甲骨文构形基本一致，唐兰

先生释为“戉”、“斤”，争议不大。这里我们主要来讨论前两个符号：

大家都承认这两个符号是繁简体，第二个符号有人认为象日下有火，火下有山；

有人认为象日出于山之形，唐兰先生释为“炅”的繁体，于省吾先生释为“旦”。我们来

比较东巴文的四个字形：

（１） “日出也，从日出于山。”

（２） “日没也，从日没于山。按：在山区，日出没于山，故字从山。”

（３） “月出也，从月出于山。”

（４） “月落也，从月落于山。”２４

在云南高原地区，日出于山，日落也在山，东巴文这四个字造字构形的思维模式

和第二个陶符构形可以说完全一致，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察日月的升、落所

得。（在甲骨文中，落日为“莫”，即太阳落于草丛或树林，也是相同的构字意图）“东巴

文的历史只有一千多年，比甲骨文晚了两千多年，它肯定不是甲骨文的始祖；但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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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祖先，可能就是类似东巴文的图形文字。”在甲骨文中，“旦”字是日出于地之形；

金文“旦”可看作日下有火，也可看作日出于地之形。《说文》：“旦，明也。从日见一

上，一地也。”“旦”字之构形与陶符具有继承关系，将“旦”看作是象形陶符的简化应当

是合理的，早期汉字形体与原始图画并无太大区别。虽然考古没有找到象形陶符记

录语言的证据，但在纳西经卷中，具有相同构形意图的几个象形字已经用来记录语

言，可以说明这类图画性的象形符号已经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

高明先生认为“象形字是汉字中最早出现的一种形体，最初是采用绘画的手法，

按照物体描绘而成，开始出现就是完整的图形，既无点划的姿态，也不受笔画的限制，

这在商周时代的甲骨、金文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大汶口文化四个陶器符号正具

有如此特点，其构形与甲、金文前后相承，纳西东巴文也可以提供旁证，它们应当已经

是早期汉字。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刻齿骨片、陶器符号，以及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符号

性质的认定，是汉字起源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材料，虽然也比

较零散，并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直接证据，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或旁证，在

比较中来探寻事物之本质，这对问题研究的深入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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